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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中国化”: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创新

———以侯外庐和张岱年为中心的考察

陈 卫 平

摘 要: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延安和重庆的“马列主义文化人”以“学

术中国化”予以响应,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彻于学术领域。这是一个有效视角,可以用来考察

侯外庐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张岱年的哲学理论创新。侯外庐阐明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哲学

史研究的方法论,挖掘了中国哲学优良传统之所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相结

合的学理依据,把先秦及明清之际的优秀哲学传统与西方古希腊及文艺复兴后的哲学进行比较,进一步

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学理基础。张岱年《天人五论》是学术形态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其学术进路是:以“文化创造主义”的文化观为根基,以创造性对待马克思主义为理论立

场,以中国哲学主体性对中西哲学进行综合创造,以哲学与哲学史的交融对古今哲学进行综合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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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初期(1939 1940年)在延安和重庆的“马列主义文化人”① ,以“学术中国化”响应毛泽

东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正如1939年第14期《时论分析》刊载的徐获权《学术中国化问题

之检讨》所说:“自毛泽东氏《论新阶段》一书出版以后,从今年四月起,开始有了‘中国化’的呼声。在

《读书月报》《战时文化》《理论与现实》三种刊物上,先后有张申府、潘菽、柳湜、潘梓年诸人,为文论

著。他们想使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史中现阶段的任务而造成一个划时代的文化运动,颇引起各方面

之注意。”② 本文聚焦“学术中国化”在哲学领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侯外庐为代表)和哲学理论创新

(以张岱年为代表),从一个侧面揭示抗战期间发生在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篇章。

一、“学术中国化”: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11月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公开发表,该报告的“学习”一节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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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1940年,转引自郝思佳、王新刚整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重要文献史料二则》,杨凤城主编,王海军执行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249页。重庆讨论学术中国化的刊物,将这样的文化人称为“前进的学者”(编者:《创刊献辞》,《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1期,
1939年,第2页),与此相应,往往以“世界上最进步的科学方法”(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1期,
1939年,第3页)与“世界上进步的学术文化”(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理论与现实》第4卷第1期,1940年,第67页)指称

马克思主义或唯物辩证法。
② 转引自杜运辉:《张申府先生学谱》,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96页。《论新阶段》即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

扩大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这里的“学习”,包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但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

待”,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包括“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学习我们的

历史遗产”,总结、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品”;包括“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而且要

“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这样的学习包含了对于“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把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贯彻于学术研究的要求,即“洋八股必须废止”,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学术中国化

运动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接催生,其本质就是在学术领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潘梓年(时任

《新华日报》社社长)的《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以下简称《任务》)和杨松(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

部长兼秘书长)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以下简称《关于》)②,在“学术中国化”的讨论中具有指

导性③。它们对于“学术中国化”运动的这个本质所作的阐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彻于学术领域。《任务》指出:“什么叫中国化的学术? 就是把目前

世界上最进步的科学方法,用来解决中华民族自己历史上,自己所具有的各种现实环境上所有的一

切具体问题”;《关于》认为“在经济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哲学方面”“在文学、音乐、戏剧、美术

和诗歌等等方面”的“中国学术马列主义化”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当前具体任务”的重要领域。(二)克
服以往把马克思主义词句机械地套用到学术领域的缺陷。《任务》说:开展学术中国化要运用“最进

步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但切忌“生吞活剥的移植,就是公式主义或教条式的搬运”;《关于》
强调“中国学术马列主义化”意味着“我们不是抽象地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创造式的马

克思主义者”。(三)把研究优秀民族传统作为重要方向。《任务》指出必须克服“‘一切线装书都应抛

入毛厕里去’的‘左’倾幼稚病”,但“决不能把接受民族传统变成复古运动”,而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

究出我们到底有些什么优良的传统”,但“民族传统和科学的结合,又不能解释为‘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关于》强调批判总结历史遗产。要“用马克思的方法”而不是用“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的方法”,在哲学方面,揭示中国历代哲学的唯心主义各派思想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成分,
批判前者而“发挥”后者。(四)改变中国近代以来跟随西方学术的“洋八股”路径。《任务》指出,近代

中国派遣学生留洋以来的“过去的学术运动,还没有远离贩运的阶段”,学术中国化则“是要使我们的

学术成为中国的血液与肌肉”;《关于》亦说中国学术马列主义化的方法不是“用洋八股式地抽象地和

教条式的搬运西欧和苏联革命的经验到中国来”。(五)把进行深刻的创造性研究提上日程。《任务》
指出,以往“对于理论方面的研求,可以说异常薄弱”,“好像舟行江上,入水不深”;《关于》提出除了

“进一步做马列主义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工作”之外,要担负起创作“具备高深的理论基础”的著作的责

任,如“著成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那样的科学著作”。(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学术基

础。《任务》指出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在抗战中所起的各方面

变化,怎样来使这些变化向进步的方向走去、更快的发展前进”,要求学术中国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以学理支撑;《关于》认为“著成一部完整的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是马列主义

中国化“非常需要”的,这犹如“黑格尔关于哲学史的著作”之于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哈诺夫(即普

列汉诺夫———引者注)著《俄国思想史》”之于列宁。(七)要有与学术中国化相应的话语表达。《任
务》指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是“用中国话写就的”优秀作品,认为它们的话语表达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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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2 535页。该

文为《论新阶段》的一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参见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4页。
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1期,1939年,第1 6页;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

《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1940年,第9 15页。后文对两篇文章的引用,不再出注。
从它们论述的主题和问题可以看到这一点。《关于》的主题是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使中国学术马列主义化了和

马列主义化着。”由此分为五节:(一)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二)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三)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成绩和严重

的缺点;(四)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当前具体任务;(五)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任务》的主题是论证“今后的学术是要中国化

的学术,今天的学术运动是要使学术中国化”,分为三节:“过去的劳绩”“我们所需要的学术”“怎样开展学术中国化运动”。



了中国传统的“很多优秀的语言”,也使用了“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构成部分”的外国话;《关于》要
求改变“到处叫喊”对于解读马列主义著作“看不懂”的状况,也包含了对于话语表达的改进。

上述学术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在毛泽东的一些指导延安整风的文献中有所体现。1941年5月

《改造我们的学习》批评“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
忘记了”,并指出了这种情况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等领域的表现,认为他们犯了近代很多

留学生犯过的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①。
同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

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予以纠正的重要办法是“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

克思主义”②。显然,这里所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包含了改造“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文化

人”的学术(学风)③;而其目的是“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
给予理论的说明”,创造出“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④,即深刻的学理化的原创成

果。这样的成果在话语表达上,要把“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和“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
相结合,抛弃“像个瘪三”的“党八股”腔⑤。延安整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教育运动,学术中国

化的精神实质反映在其中,并非偶然。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从中国近代历史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都具有来自西方的外源性,所以都有“中国化”问题,他指出,教条

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留洋学生充当“留声机”的毛病“传染给了共产党”⑥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他
认识到,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必须建立在中国化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他在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出版时说“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

了科学的著作了”⑦,认为范文澜此项学术成果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华民族历

史文化的“发言权”。
本文将以侯外庐和张岱年为对象,论述哲学领域的学术中国化。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涌现出若

干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论著,最为突出是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以下简称

《古代》)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以下简称《近代》)⑧。侯外庐是“学术的中国化”⑨的最早倡导者

之一,并将这一倡导付诸实践,纪玄冰(赵纪彬)说:“当一九四二年侯外庐先生写作他的《中国古代思

想学说史》的时期,却正是‘学术中国化’工程的伟大发端”,该书“是‘学术中国化’号召以来,思想史

研究上一颗最硕大、最肥美的新果实”஫10。《近代》也担得起如此评价,它和《古代》一起,树立起与胡

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相颉颃的旗帜஫11。张岱年的《天人五论》作为“马列主义文化人”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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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97、798页。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这次会议是“在准备整

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 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30页)。
1941年9月,“马列研究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中卷,第326页)。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813页。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7页。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
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肆):历史·附录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9页。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分别于1944年、1945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1947年该书改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

史》,由生活书店出版。该书201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新编辑出版,本文中的该书引文以此为依据。
参见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的学术运动》,《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1期,1939年,第16页。
纪玄冰:《思想史研究的新果实———评侯外庐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读书与出版》第2卷第5期,1947年,第32、33页。
侯外庐说,在写《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时,“我细细研究过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所论及的每一个人物”,“胡适所论及的

思想家、哲学家,我也都逐一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从而“比较有意识地要表现与旧学者之间旗帜的区别与方法的不同”(侯外庐:《坎
坷的历程———回忆录之四》,《中国哲学》第6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384、385页)。其《近代中国思想学说

史》亦体现了这一点,参见侯外庐:《撰著<中国思想通史>———回忆录之八》,《中国哲学》第10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年,第471页。



哲学理论,是与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的哲学比肩而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体系。如其所

说:“忆三十年代初期,读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四十年代之初,读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与金岳

霖先生的《论道》,深佩诸先生好学深思,各自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然而犹未餍足,亦想提出自己对

于哲学问题之所见。于是写出这些关于哲学问题的论稿,我与诸先生不同之处在于我比较推崇唯物

论、赞扬辩证法。但是我又没有遵守比较流行的唯物论的表达形式。”①末一句显示出不把当时流行

的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奉为圭臬的理论自信。此处讲的“哲学问题的论稿”即《天人五论》②。张岱年

的哲学研究深受其兄张申府的影响,他们兄弟被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派,以区别于“沿袭俄国日

本讲马克思学说的态度”③。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岱年留居北平,这期间的现存文字中没有关于“学术

中国化”的议论。但张申府是推动“学术中国化”的重要人物④,对此张岱年应该有所知晓。从本文第

三节可以看到,张岱年构建《天人五论》的理念与“学术中国化”的精神是契合的。张申府在《科学运

动与启蒙运动》(1940年)和《新华,新华,我看你生长,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祝辞》
(1942年)中都提到“中国化”不应成为流行的口号,而要“具体化”“拿出具体的东西来”⑤。张申府曾

构想了“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⑥,张岱年将此具体化为“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

一种综合”的“新的综合哲学之大体纲领”⑦,在此基础上再具体地以系统性著作即《天人五论》实践

之。这应当是张申府所希望相关学者在“学术中国化”中拿出的具体东西。

二、侯外庐:学术中国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新果实

从“学术中国化”角度来看,侯外庐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彻到了这一领

域,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学术基础。
第一,侯外庐阐明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侯外庐将此概括如

下:“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 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
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炼何系? 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

收排斥,脉络何分? 学说理想与思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 方法论

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⑧这个方法论的要义有如下三点。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犹如“剪尺”“灯塔”。由此开辟了这样的道路:“中国学人已经超出

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从前

他们讲问题在执笔时总是先看取欧美和日本的足迹,而现在却不同了。他们在自己土地上无所顾忌

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⑨然而,这必须防止把“新方法”变成新教

条,“我们也反对给诸子画脸谱的唯物论研究者,因为思维过程有它的具体复杂的关系,仅仅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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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天人五论》,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页。
《天人五论》即《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前四论写于1942年至1944年,《天人简论》写成于

1948年,是“简叙”其“哲学新论”之“要指”(张岱年:《天人五论》,第253页),即对前四论的概括。因此,《天人五论》理论体系可以说

大体上是在抗战期间形成的。
孙道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第3页。
张申府在《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发表《论中国化》,呼应毛泽东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人视其为

“学术中国化”的“庄重的序幕”揭幕者之一(参见杜运辉:《张申府先生学谱》,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90 391页)。
两文分别刊登于《中国教育》1940年第1卷第2期和《新华日报》1942年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同年3月9日转载),受

到毛泽东赞赏。参见杜运辉:《张申府先生学谱》,第413、439、442页。
张申府:《家常话》,《思与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张岱年:《张岱年文集》第1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5页。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自序》第1 2页。如无专门说明,后文引用该书皆据此

版本。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上海:文风书店,1946年,《再版自序》第1页。



地主或代表工农的一般断语为自明律,是极其有害的轻率研究”①。
(二)以把握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关系为基础,强调分析理解思想史的发展变化,必须以其社会史

背景的变化发展作参照。《古代·自序》说:“本书和拙著《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为姊妹作,乃历史与思

想史相互一贯的自成体系。”②对后者,侯外庐“主观上是以《家族私有财产国家起源论》(即恩格斯《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者注)的中国版自负的”③,就是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揭示中国古代

社会不同于欧洲的发展道路,以此作为分析中国古代思想产生发展的基础。就是说,基于对中国古

代社会的“中国化”考察,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中国化”进行说明。这两个“中国化”相互连贯,“从一般

的意义上言,这是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④。由此,侯外庐自信其研究超越了胡适、冯友兰

等:“胡适、梁任公、冯友兰辩论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的相应关系,颇具真理追求的热心,已经划出

神话和理性的研究鸿沟,然而关于这一问题则他们有局限,答案是错误了的。”⑤

(三)以“‘实事求是’与‘自得独立’二者并重”⑥为治学态度。这主要是:“以文献学为基础”,使得

作者的年代、著书的真伪、学说形成及新旧范畴与思想变革的历史背景具有切实的文献依据;考察学

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吸收排斥,揭示思想演变的内在的矛盾运动的历史逻辑;分析批判前人

思想史研究中种种违背“科学研究的态度”,如“有因爱好某一学派而个人是非其间者,有以古人名词

术语附会于现代科学为能事者;有以思想形式之接近而比拟西欧学说,从而夸张中国文化者;有以历

史发展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画脸谱者;有以研究重点不同,执一偏而概论全般思想发展的脉络

者;有以主观主张而托古以为重言者”⑦,克服这些弊端,从而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还传统思想史本来面

目,另一方面明确独立自得之正途。
侯外庐还构建了与这个方法论相匹配的话语体系。《古代》问世后,人们责怪其“难懂”,纪玄冰

为此辩护道,由于“旧有语言与外来语言都不能直接使用,往往不得不通过了接种方法,脱胎换骨的

驱使着它们,甚至有时还需要另起炉灶的创造新的语言”⑧。确实,在“难懂”的背后,侯外庐为构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哲学史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二,侯外庐挖掘了中国哲学优良传统之所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

相结合的学理依据。侯外庐着重“发掘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正宗的‘异端’思想的优良传

统”⑨,而这尤其需要“认识与继承这两个时代(先秦和明清之际———引者注)惊心动魄的文化遗

产”஫10。这两个时代的优良传统,侯外庐认为在先秦主要集中于孔子、墨子、荀子,在明清之际主要集

中于王夫之。他指出正统派“儒学放大了孔学,走向宗教性的形而上学”஫11,导致“孔学优良传统的萎

缩”஫12,而“过去所谓‘打倒孔家店’的人(如北大教授吴虞)是有见于流而无见于源”஫13,因此需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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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第17页。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第1页。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自序》第1页。此《自序》写于1946年。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第4页。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第17页。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自序》第7页。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第2、1页。
纪玄冰:《思想史研究的新果实———评侯外庐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读书与出版》第2卷第5期,1947年,第32页。
侯外庐:《撰著<中国思想通史>———回忆录之八》,《中国哲学》第10辑,第474页。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自序》第6页。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第188页。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1页。该书1947年由新知书店出版,侯外庐说,“《中国

思想通史》第一卷,无论在内容、体例方面,还是对古代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以及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和全书的结构体系,基本上与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都是相同的”,不过“对一些问题的论证也进一步深刻和严密了”(侯外庐:《撰著<中国思想通史>———回忆录

之八》,《中国哲学》第10辑,第454页)。因此,本文为了说明问题,会少量引用该书在一些问题上的更深刻、更严密的论述。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第101页。



“源”上认识孔学优良传统。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墨学因与孔学对立被目为异端,正统儒学持扬孟抑

荀的立场。侯外庐则并提“孔墨显学的优良传统”;他还认为“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哲学中的积极要素,
大都在荀子的哲学体系中获得了较高级形态的发展”,“是最富于唯物论要素的学说”,“在中国哲学

史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上(即古典社会时代),占据了最高峰的地位”①。他指出,“船山先生的学术是清

以前中国思想的重温与发展”,“蕴涵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②,即集中地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

优良传统。侯外庐主要从天道观、认识论和逻辑方法三方面阐述了孔、墨、荀和王夫之的优秀哲学传

统。他看重逻辑方法即“思维法则”,在《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的序言里说,“斯书更特重各时代学人

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所依据的思想方法”③。
(一)天道观在先秦与“天人”之辨相联系,对此侯外庐说:“孔子之天道观,没有神之赏罚,故仅重

在主观德操”,其所论之“仁”是“春秋末年人类的新观念”,表现在天人关系上“把人事内容提到第一

位,而痛击春秋的鬼社会”④。侯外庐认为,在墨子“光辉的学说”里,其“非命”论是“更为名贵”的,这
是“对西周天命论以有力的否定”;他在人道观上提出“兼以易别”,是“主张把不当做人看待的奴隶变

成和氏族贵族的人一样,即国民化”⑤;荀子“由唯物论的见地,来理解所谓‘道’———‘天’的实体”,其
“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实在是藉助于认识自然法则而支配并征服自然的唯物

论的科学态度”⑥。宋明的天道观与“理气(道器)”之辨相联系,王夫之在“在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上
“则趋向了唯物论的路径”,一方面认为“理依气生,气日新,理日新”,“气是存在的物质运动,理因气

之条理,有何气成何理”,另一方面“把人类对于自然(或世界)的创造活动,提到妥当的地位,谓创器

即所以创道”⑦。
(二)认识论在先秦与“名实”之辨相联系,对此侯外庐指出,“孔子的知识论在客观上高扬了人类

的能创精神”,强调“道德情操与理知是不相分离的”,因而“他的知识论,确是中国有价值的传统”⑧。
墨子“最特别的地方便是首先在中国思想史上提出‘非以其名,亦以其取’的知识论”,它“是取存在的

事物行为为第一步思维过程”,其“三表”是“企图建立知识的客观价值,这正是春秋思想成见的主观

主义之反对物”⑨。后期墨家的知识论进一步把自然科学知识纳入其中,“所言物质、时间、空间、量、
运动诸范畴”都成为“科学的范畴”஫10。荀子将感觉与思维相统一,而“感觉对于思惟(应作‘维’———引

者注),是更根源的范畴”,同时“更强调了‘名’(概念)应和‘实’(存在)相一致”,“所以这种认识论,实
已具备了唯物论的基调”஫11。宋明的认识论与“心物(知行)”之辨相联系,侯外庐指出,王夫之“把知识

作为一过程看”,以“‘客感’为人心之先得”,“日日求助于感觉,而日新其理性的富有”;其道器观的

“治器”“作器”“述器”之论,“已达到了人类创造的能动精神方面”;其对“继善成性”的解释,揭示了

“认识的能动性”;他的知行观主张“知行可作统一体看”,“但行总是决定的标准”஫12。
(三)在思维方法上,侯外庐注重挖掘孔子、墨子、荀子和王夫之的辩证思维(当时常称之为“动的

15“学术中国化”: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创新———以侯外庐和张岱年为中心的考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第97、230、231页。
侯外庐:《船山学案》,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自序》第1、2页。此书完成于1942年,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初版,该学案

如其1982年的《新版序》所说,是“《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的一章”。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中国学术研究所序》第1页。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第114、109、112页。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第128、93、117页。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第231、234页。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第13、39、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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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第198页。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第235页。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第116、117、98、128页。



逻辑”)。他指出“不同于战国中叶的老庄与辩者”,孔墨的“异同”论显示的“思想路线,在于追求当时

社会内容与形式的异同,生活内容与古代仪式的矛盾;在于追求人类史上当时‘人’之类概念的异同,
‘仁与不仁’,‘易与不易’相反的解答”,表现了“思维过程的同异纠葛(消长)”①。就是把思维过程看

作反映矛盾对立运动的过程。他肯定“后期墨家在形式逻辑,承继了墨子传统,得出了归纳法中之思

维方法同异论”②。但墨子在考察“类”“故”概念中论同异,使得“表面上孤立的事物即显示了彼此的

内部关联性”,“现象上相反的事物而在本质上却保持着一致性”③。《墨经》在对“同”“异”概念界定

后,指出“同异交得”,“异类之物亦可以定其同,然必须返原于量”,此即“异类不吡,说在量”④。这些

论述揭示了从墨子到后期墨家的形式逻辑中包含的同异论中的辩证思维。侯外庐认为“诡辩家的论

理学”“提示了运动与静止,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可分性与不可分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等范畴的辩证法

的要素”,墨家学派到“别墨”时代“产生出认识论与论理学的比较发展的研究成果”,荀子在与诸子论

难中“感染了各派的优良精神”⑤,吸取了诡辩学者和墨家学派的辩证思维因素。他指出,荀子对“别
名”和“共名”的论述,一方面体现了同异相互联系的辩证思维,如“事物的形状虽同而异其处所”和
“虽形不同而为一物,则此不同乃由变化而来”⑥,另一方面在概念的分类上提出的“单足以喻则单,单
不足以喻则兼”,是和亚里士多德包含辩证法的关于个别、一般的论述具有“同等光辉的命题”⑦。侯

外庐指出,王夫之讲思维方法“有动的逻辑之成分”,如以“‘感’为相反相成(统一或综合)的概念”来
论述自然法则的变化条理;他对“推”(推理)的看法也反映了这一点,“他反对演绎法的绝对的推理,
执一死‘义’以概变化之流”;“船山到这里和形式逻辑便不同了”⑧,即揭示了推论的静止与运动、知与

行相统一的辩证性质。
上述三方面对于中国哲学优良传统的学理化的系统论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优

良传统的诸多相似之处,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论根芽。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不只是在于运用了“实事求是”“相反相成”这类传统术语,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

优良传统在理论内容上实现了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能动的革命

的反映论、知行的辩证统一观、矛盾法则以及《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体现的辩证逻

辑⑨,在先秦和明清之际的优良思想学术传统中已经有了雏形。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
仅是仿佛向先秦和明清之际,尤其是这两个时期的杰出代表荀子和王夫之的复归,而且是整个中国

古代哲学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传统在更高阶段的再现。
第三,侯外庐把先秦及明清之际的优秀哲学传统与西方古希腊及文艺复兴后的哲学作了比较,

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学理基础。侯外庐以中西比较作为重

要的研究方法,《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序言说,中国思想史“在一般的合规律的运动中,具有特殊的

合规律的运动路径”,“不能和西方路径一概而论”;因此,“斯书尤重在:一方面要全般地说明中国思

想在世界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时不能不做对称比较的研究,他方面更要具体地指出中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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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发展的特别传统与其运行的特别路向”①。这样的比较研究,在《古代》中主要是先秦哲学和古希腊

哲学比较,在《近代》中主要是明清之际哲学和欧洲文艺复兴后的哲学比较:“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之花

果,固然可以比美于希腊文化,而清代思想之光辉,亦并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

成果。”②

在《古代》的很多章节都能看到对于先秦和古希腊的比较,如上文说的荀子在概念分类上有着与

亚里士多德“同等光辉”的命题。不过,侯外庐认为对这两者的比较,在根本上应立足于中国和希腊

的古代社会的不同发展道路。关于这不同的道路,他在写作《古代》之前完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
有过详论,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走的是“维新”(改良)的路径,“人唯求旧,器唯求新”,犹如“早熟的文明

小孩”;希腊古代社会走的是“革命的路径”,人唯求新,器亦求新,犹如“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③。《古
代》将此书的论述“综其大要,说明社会与思想的关系”,以为诸子“多种多样的国民生活的意识,和希

腊哲人的学派东西比美”④。对此,《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有进一步的概括:“中国的‘贤人’与希腊的

‘智者’同为古代国民阶级的思想代表,但恰如维新与革命有着分别,‘贤人’与‘智者’,也各有其个

性。在希腊,思想史的起点上的思想家,例如泰勒士,一开始便提起了(并且也解答了)宇宙根源的问

题;与此一问题相平行,也从事于自然认识的活动。但是,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无论是孔

子和墨子,其所论究的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政治论与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为

范围;其关于自然认识,显得分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形式上仍遵循西周的传

统。……中西两相对勘,我们可以说,希腊古代思想史在起点上,是追求知识、解答宇宙根源总问题

的‘智者气象’,其‘贤人作风’反而在后(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所谓‘三哲时代’);而
在中国古代思想起点上,是关心治道,明伦理的‘贤人作风’,其‘智者气象’在战国中叶才发达起

来。”⑤就是说,先秦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具有“贤人”和“智者”互补互鉴的意义。这两者是中国哲学和

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源头。对于这两者的上述比较,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

传统哲学相结合在思想源头上将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互相成就:前者吸取“贤人”传统而获得丰

富发展,后者借鉴“智者”传统而突破民族局限;这样的结合无疑拉开了中西哲学合流为统一的世界

哲学史的序幕。
《近代》关于明清之际哲学和欧洲文艺复兴后的哲学的比较,主要集中于王夫之和德国古典哲学

尤其是黑格尔,揭示出两者多方面的相通相似。他指出,王夫之可以和西欧哲学家费尔巴哈“并辉千

秋”。他“使用颇丰富的形式语言成立他的学说体系”,则“可以和德国近世的理性派东西比美”;王夫

之的进步的自然法理论和欧洲启蒙学者用自然法来推证理想的人类社会相通,“而在一般论点上颇

有康德二力相背说之观点,部分追寻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王夫之的自然的物物相感,“是相反相成

的合法则运动”,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相通之处;王夫之能动性的思维与存在之哲学,可与黑格尔的

认识论比美,因其“不和康德一样,把真理和经验,把悟性与理性分离(黑格尔认为这是古典哲学在近

代的表现疾病)”;王夫之的“礼缘义起”(义指相对的时空条件),与黑格尔以法制是历史的产物的法

律论相似;船山所说明的成性,即着重了历史的过程,含有否定的否定的发展,类似黑格尔说的人性

是自己运动和生命力所固有的脉搏跳动。“这不但是理论上超过先秦诸子,而且是富有近代革命性

的;王夫之重视日常生活的真理价值,是和黑格尔相近,而与康德相远;王夫之关于知见并非生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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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观点,正类于黑格尔对欲在入水之前学习游泳的烦琐哲学的讥讽;王夫之的理势合一,犹如黑格

尔所云‘凡存在的皆合理的,凡合理的皆存在的’,顺必然之势而存在者即理”①。特别地,侯外庐指

出,王夫之“存于心而推行于物”的思想,“颇近于评黑格尔的话:‘关于理想变为现实的思想,是深刻

的。它对于历史非常重要,但在人类生活上,也可以看到保有许多真理。理想和物质的区别,也同样

是有条件的,而不是不可超越的东西’”②。这里通过引用列宁评黑格尔的话,更明确地宣告了比较王

夫之和黑格尔的意义:前者与后者同样具有通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阶梯,这是前者富有近代革命性

之处。这些简略的比较表明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着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

类似的理论资源,进一步从学理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优良传统相结合的历史根脉,
这也意味着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优秀传统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合乎逻辑的必然。

“学术中国化”希望著成一部完整的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厚实的学理基

础。侯外庐的《古代》《近代》和以此为基础的《中国思想通史》,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

三、张岱年: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学术进路

张岱年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是其构建《天人五论》的中国哲学史依据,
两者不仅在学理上贯通,并且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概念、范畴、命题相互对接和成就的

话语体系。因此,这里将这两者联系起来考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实际存在两种形态的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意识形态的和学术形态的,前者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后者以

张岱年的“解析法的唯物论”为代表③。下面,我们对张岱年的相关学术进路加以分析。
第一,以“文化创造主义”的文化观为根基,进行哲学的综合创造。
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建设中国新文化应当走哪条道路的争论仍

在继续,1935年围绕“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展开了规模较大的争辩④。张岱年在这场讨论中提出

“文化的创造主义”的文化观,主张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而进行“创造的综合”,由此“建设新

的中国文化,既非旧文化,也非西洋文化之附庸”⑤。而这恰与他“创造新的哲学”⑥,即把唯物、理想、
解析综合于一的思考同时并进。这两者的关系是:后者以前者为根基,前者以后者为中心。

“文化的创造主义”反对“全盘西化论”和“东方文化优越论”⑦,也质疑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
认为它们都与“对理法”即辩证法相悖。张岱年指出前两种文化观是“作囫囵观”而不“持分别观”⑧,
即把东西文化看成笼统的总体,而不对文化作“‘对理’性的”⑨分析。全盘西化论和东方文化优越论

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两者皆是只见于异而未见于同,或执着于时代性差

异,或执着于民族性差异,看不到两者也具有同质性,看不到两者的差异并不必然构成互相会通的障

碍;全盘西化论和东方文化优越论也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两者都以为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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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化作某些取舍而融合为一是不可能的。其实,文化既有整体性,又有可分性:在文化系统上表现

为可解析性之“分”与可重构性之“整”,在文化要素之间表现为可离性之“分”与可相容性之“整”①。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对于复古和西化似乎都不赞同,而胡适批评其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最新式的化装”,“托庇于折中调和的烟幕弹之下”②。张岱年说它讲的中国本位文化“不免笼统”,
“观念还是模糊不清”③,也蕴含了此意。《宣言》主张“现在中国应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对于欧美文

化是“吸收其所当吸收”④的。然而,由于其故意将文化建设的主导价值不作明确宣示,所当存的、所
当去的以及所当吸收的是什么,均含糊其词,不能不说是中体西用式的“调和”⑤。“创造的综合”与所

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不可同日而语。张岱年站在“创造的综合”立场上指出,一切文化都有其

内在的对立、内在的矛盾。例如:中国文化有刚健的和柔静的两个方面,需要发扬前者,而克服后者

的病态;西方现在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一是资本主义文化,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前者在没落之中,
后者正成为世界性的文化⑥;于是何谓中西文化之长短就不再笼统含混。然而,“‘对理的合’则不惟

必综合两方之好处,且更创造新东西以主导之”,这样的综合以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准备工作”⑦

为主导价值,旨在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
哲学涵盖于文化,张岱年运用“对理法”阐明了何谓文化的综合创造及其何以可能,这就为哲学

的综合创造提供了文化观的支持。同时,“哲学是最高指导原则的学问”⑧,又是文化的核心,因而文

化的综合创造须以哲学的综合创造为核心。这就从文化的综合创造走向了哲学的综合创造。
第二,“倚重”唯物而不“自大”“自小”,进行哲学综合创造的理论立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专业哲学家建立的中西结合的哲学体系,如前所述,张岱年明确表示

其理论立场不同于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他在阐明“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时说:“凡综合皆

有所倚重,如康德之综合即是倚重于唯心,其实是一种唯心的综合;今此所说之综合,则当倚重于唯

物,而是一种唯物的综合。”⑨然而,当时“多数讲马克思主义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问内

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抹杀;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问内容,不加

细察,一概藐视,一概抹杀”。前者为“盲信”,后者为“盲诽”。张岱年则提倡要“有批评的精神,有客

观的态度”,既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实有堪信取者在,实有胜过它派学说的地方”,又提出“要不自

大”“要不自小”஫10。前者意味着不可把既成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视为终极真理,看不到“现代它派的哲

学亦非皆无所见,即古代哲学,西洋的及中国的,亦都非可完全排弃”;后者意味着不能抱着“类乎宗

教信仰的态度。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说”,于是被束缚住了手

脚,不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扩充”஫11。这些论述的本质就是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

思主义。然而,当时“许多自命为新唯物论者的人,都取第一个态度,未必能同意于我所说的扩充”஫12。
这确非无稽之谈。1935年艾思奇与张岱年商榷什么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的文章,以及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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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940年发表的致张申府的公开信,均视张氏兄弟所创造的“新解析哲学”为辩证唯物论的异类①。
张岱年把自己的哲学构建称为创造“新哲学”②,含有打破对苏联模式“新哲学”之迷信而另辟蹊

径的意思。他对此给出了三方面的学理辩护:(一)以“对照观”揭示辩证唯物论最可信取。张岱年指

出,“今之言新唯物论者每不肯以新唯物论与现代它派作对照观”③。他认为,“唯以新唯物论与现代

他派哲学对较,然后乃可见新唯物论之为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④。张岱年历数了20世纪以来的实

用主义、新实在论、胡塞尔现象学、新黑格尔主义,以及柏格森、摩根、杜里舒、怀特海等的西方现代哲

学,认为它们程度不同地沾染了唯心玄学,而只有唯物论才与生活的实践相融洽,才与科学的实践相

融洽。并且,他强调,在这样的对照中,可以看到辩证唯物论实能兼综20世纪若干派哲学之长。这

些对照有力地证明了辩证唯物论可堪倚重。(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

论”⑤。张岱年认为,发展新唯物论,于现代西方哲学最应取者则为罗素一派之科学的哲学,尤其是其

逻辑解析方法;而中国哲学是最注重生活理想之研讨的,且有卓越的贡献,对此实不当漠视,而应继

承修正而发挥之。格外注重这两者,是因为新唯物论虽颇注重理想,而对于理想之研讨实不为充分,
而其注重分析,不充分乃更甚。所以,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创造,将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
“致广大乃唯物论与理想论之事,尽精微则解析之鹄的”⑥。(三)唯物、解析、理想的综合创造是唯物

和解析、唯物和理想的相互成就。张岱年说:“新唯物论如欲进展,必经一番正名析辞之工作。辩证

法与逻辑解析法,必结为一,方能两益。”⑦吸纳逻辑解析成就了《天人五论》对辩证唯物论概念、范畴

的精确化,并显示了不跟随苏联错误地以辩证法否定形式逻辑的自主性⑧;就逻辑解析而言,则不以

此自限,认识到“有成效的哲学方法尚有辩证法”,包括“辩证解析”和“辩证的综合”⑨。唯物和理想的

综合亦是“两益”,从《天人五论》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关于人生理想的探讨丰富了辩证唯物论的人生

哲学。同时,得益于“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是变革世界的人生哲学,是战斗的、行动的人生哲学”,
中国传统人生理想中有所压抑的“刚健精神”获得了“大发展”஫10。上述辩护显示了张岱年坚守自身理

论立场的学术底气和学术自信。
第三,既不失中国“特殊精神”又“迎头赶上”西方,进行中西哲学的综合创造。
《天人五论》把唯物、解析、理想综合于一,体现了马、中、西哲学的结合。不过,张岱年常把辩证

唯物论归于西方哲学,如说《事理论》对中西哲学的综合,于中国“则与横渠、船山之旨为最近,于西方

则兼取唯物论与解析哲学之说”஫11。因此,这里说的中西哲学的综合创造往往和辩证唯物论有着紧密

联系。他的文化创造主义认为建设新文化应当在发扬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采纳西洋有价值的

贡献,但这采纳并非西洋文化之附庸,而是要迎头赶上;指出西化论者把做出超越西方的创造看作侈

谈,是甘于作一个奴隶的奴性。这显示了以中国文化的独立精神即主体性来融合中西,于中国文化

是不失固有的特殊精神,并加以发展改进,使之更以新的姿容表现出来;于西方文化不当只是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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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更当加以发展使带着中国特色。《天人五论》的中西哲学综合创造,正是循此理念出发的:首
先,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因而中西融合必是中国以往哲学之继续发展,而不是西洋哲学系统下一分

子,由此形成的新中国哲学犹如詹姆士哲学具有美国特色那般具有中国特色;其次,所谓迎头赶上是

指以现代西洋哲学达到的境界为基础而即据之追求进一步的发展,而非重演西洋哲学所经过的阶

段。上述两点显示了将中国自主的哲学理论置于世界哲学之林的志向和气度①。
《天人五论》的中西哲学综合创造,突出地反映在“兼和”思想上。张岱年以中国哲学的“两一”表

示辩证法的对立统一,“事物变化之基本规律为对立统一,亦可谓之两一”;“对立之相互冲突谓之乖

违,对立之聚合而得其平衡谓之和谐,亦简称曰和。事物变化之流,一乖一和”②。就是说,对立统一

规律表现于宇宙大化之流,“矛盾为变化之源,而和谐为存在之基”③。这是客观之自然,而“扩充其兼

而和,以克服其别而乖,即由自然归于当然”,于是,“兼和”进入价值领域:“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

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④张岱年指出“中国过去哲学,
更有一根本倾向,即是自然论与理想论之合一”,“兼和”论由自然而当然,是这个根本倾向的继承发

展,亦是超越“西洋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那种绝然对立的情形”⑤的创造。
兼和更体现了中西哲学辩证法传统的互鉴互补。张岱年说:“中国哲学中两一的观念,可以说与

西洋哲学之辩证法中所谓对立统一原则,极相类似。”⑥但两者各有偏重。20世纪“20年代罗素在讲

中西文化不同时说,中国哲学强调和谐、调和,西方哲学强调斗争、竞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⑦。张

岱年提出过,与西方思想家相比,“中国尚有其类似者”和“中国所缺乏的思想家”名单。列入后者的

有亚里士多德、哥白尼、伽里略(伽利略)、倍根(培根)、笛卡尔、卢梭、黑格尔、达尔文、马克思,强调对

于后者“岂能不注意研究乎”。对卢梭之前的五位,他关注的是他们的逻辑学或科学方法等,对卢梭

等后四位,他关注的分别是“民主思想”“系统的辩证法”“进化论”“唯物史观”⑧。这四位的这些思想

都比较注重矛盾的对立斗争(限于篇幅,对此不展开论述)。“兼和”论吸取了这方面的思想观念,如
说:“人生之道,在于胜乖以达和”,而“人生之历程,即人之竞存进德之历程。竞存则与妨害人之生存

者斗争,进德则与妨害生活之合理者斗争”⑨。这明显融入了达尔文所讲的生存竞争。张岱年说“对
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缺陷”஫10,提出“以兼和易中庸”就是要克服这个缺

陷。他认为“中庸”的“致中和”,是调和矛盾以保守事物之不易,认识不到“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而
物物归于静止”,因而“中庸易致停滞不进之弊”஫11。但他同时又说“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而一切止于

破碎”,表明以“兼和”代“中庸”虽然汲取了西方哲学之“斗争”;但其精神与富有日新之“和”相通,而
不是走向过分强调斗争之一偏。这表明“兼和”论是对中西哲学两种辩证法传统的综合创造஫12。

艾思奇、毛泽东在那个时期也对“中庸”观念作过分析஫13,基本看法与张岱年差不多。但他们没有

像张岱年那样对和谐与斗争的关系进行深刻的理论概括,即两者作为变化之源和存在之基而相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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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没有像张岱年那样把辩证法引申于价值论的构建;没有像张岱年那样提出取代“中庸”的新概念。
可以说,“兼和”论将中西哲学的辩证法互鉴互补,成为辩证唯物论中国化的独特的标志性概念,毛泽

东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也是具有如此性质的概念①,这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

种形态的交相辉映。
第四,“复活”传统与现代“新见解”相统一,进行古今哲学的综合创造。
张岱年说,《天人五论》是其“推崇唯物论、阐扬辩证法,在方法上拟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分析法

结合起来,在理论上拟将现代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粹思想结合起来”②的产物。这体现

了对古今哲学的综合创造。张岱年指出:“假如旧学说中有一些观念,在后来能复活之时,也必须有

所变易,只能是表面上复返于初,不会是真实的复返于初。”③这是因为经过了“变易”,表面的“复归于

初,在另一方面则为前进一级”④。就是说,所谓传统哲学的“复活”是将其有所“变易”,而被包含于更

高阶段上面对现实生活而提出的一些新的哲学见解。《天人五论》体现了“复活”传统和现代“新见

解”的如此统一。这是以哲学和哲学史相交融为学术进路。现代“新见解”要将传统包含其中,需要

揭示“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中国旧哲学虽是过去时代的,其内容则并非完全过去。中国旧哲

学中,有一些倾向,在现在看来,仍是可贵的,适当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之活的。而也有一些

倾向,是有害的,该排弃的,便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之死的。”⑤这为提出现代“新见解”赋予了哲学史

根据:激发提升那些“活”的,矫正克服那些“死”的。于是,现代“新见解”仿佛是传统的“复活”,即“前
进一级”的螺旋式上升。如此的哲学和哲学史的交融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对中国哲学的总体纵向历史梳理来看,张岱年在《文化论》中着重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最

终发展为三派:“程朱以理为本的‘理本论’、陆王以心为本的‘心本论’,还有张横渠(载)、王浚川(廷
相)、王船山(夫之)以气为本的‘气本论’。气本论是唯物论的中国形式,实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

传统。”⑥他在《中国哲学大纲》及其他论著中,将颜元、戴震视为与王夫之气本论属于同一方向,认为

这个方向是“中国旧哲学中之活的潮流”⑦,“现代中国治哲学者,应继续王、颜、戴未竟之绪而更加扩

展”⑧。显然,《天人五论》倚重唯物,就是接引这个活的潮流并将其扩展。而这又与克服气本论的缺

陷相联系。张岱年指出,气本论作为古代的朴素唯物论有两个问题:一是气作为具体有形事物之本,
是无形之有,容易导向气可以存在于万物之外的观点,如张载的“太虚”论;二是以精气解释精神现

象,容易模糊了物质与精神相异之界限⑨。因此,《天人五论》对气本论的接引扩展,以列宁界定的物

质取代气作为核心范畴,在宇宙论上提出了“物统事理”“物原心流”的新见解,而这又是传统气本论

的再生。
其次,《中国哲学大纲》作为“中国哲学问题史”,既有按问题展开的横向综论,又有对每个问题演

变的纵向考察。由此张岱年归纳出“中国哲学之特色”“活”的观念及倾向、“最主要的大弊”,各有六

个方面஫10。这里隐含的辩证法是:“特色”包括优点和缺点,两者都与其相联系。这为古今哲学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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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提供了将这三者集合一体的可能:保持传统之“特色”,发展与之相联系之优点,矫正与之相联系

的弊端。在此举一例予以说明。“同真善”是特色之三,“同真善”即“从不离开善而求真”,因而“致知

与修养乃不可分”;由此带来了优点之六,即“中国哲学中的致知论颇为简略,而有一笃实可贵的倾

向,即直截了当地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其所以如此,实即由于不分知识与德行为二事所

致”;“同真善”强调“崇德亦即致知”,由此滋生出弊端之三,即在人生理想上“重内遗外”,“专注重内

心的修养,而不重视外物的改造”①。《天人五论》的体验、解析、会通相结合是其方法论上的新见解,
“同真善”注重致知与道德修养的关联之特色在其中颇为鲜明:“哲学方法之运用,更以若干必须的精

神修养为基础。有此种精神修养,然后从事哲学之研究,方可有得。如无此种修养,则虽博览强记,
仅助其记诵;虽广说博辩,止成为戏论”②。《天人五论》在认识论(知识论)上,对外界的实在问题、知
识的要素和来源问题、真知的标准问题,提出了“由知论实”“知识三本”和“真知三表”的新见解,而这

就是从中国哲学“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的优点出发的;这些新见解也改变了中国哲学的致知论

颇为简略的弱点,使其笃实可贵的倾向得以系统化和丰满③。《天人五论》提出的“人群三事”新见解,
体现了在人生论上对“重内遗外”的纠正。张岱年指出:“御天”(改造自然)、“革制”(改革社会制度)
和“化性”(培养德性)为“人群三事”,内在的“化性”是在变易外在的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展

开的④。
概括起来,《天人五论》的学术进路就是:以“文化创造主义”的文化观为根基;以创造性对待马克

思主义为理论立场;基于中国哲学主体性对中西哲学进行综合创造;以哲学与哲学史的交融对古今

哲学进行综合创造。
从上述对侯外庐和张岱年的考察,可以看到“学术中国化”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学

术领域的重要标志。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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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County-LevelTransportationintheQin-HanPeriodandtheConstructionofLocalAdministrativeSpace MaXin
County-leveltransportationplayedanirreplaceableroleintheconstructionoflocaladministrativespaceunder

theQin-Hanempires.Thetransportationsystemcenteredoncountyseats,linkedbytownshipsandrelay
stations,andextendingintovillagesettlements,enabledtheconnectivitybetweentheinternalandexternal
geographicalspacesofacounty.Itsafeguardedtheintegrationofeachcountywiththeempire,andensuredthe
circulationofdocuments,goods,andofficialswithinthecounty.Asbothanecessaryandsufficientconditionfor
theexistenceandoperationofthecounty-leveladministrativespace,thissystemintegratedallitsconstituent
partsintoanorganicunity,bringingalllocalinhabitants,land,andaffairsundertheadministrationofthe
countycourtonbehalfofthecentraldynasty.Thecounty-leveladministrativespace,foundeduponcounty-level
transportation,thusbecameafundamentalbuildingblockofthestategovernancesysteminpremodernChina.

AnalysisoftheIssueoftheJueSystemintheShangDynasty ZuoYong
TheearliestrecordsofthejuesystemoftheYin-ShangperiodappearintheHanDynasty.Itwasaclassical-

exegeticalconceptconstructedbyConfucianscholars,lackedsubstantialevidence,yetwashandeddowntothe
QingDynasty.Inmoderntimes,undertheinfluenceoftheclassicalandhistoriographicaltradition,scholars
haveusedjuetorefertotitlessuchashou,tian,ren,wei,zi,ya,fu,wang,andbointheYinRuinsoracle-
boneinscriptions.However,somescholarsrepresentedbyHuHouxuanhavedeniedanyhierarchicaldifferences
amongthesetitles.Asapoliticalconcept,juedidnotacquirehierarchicalconnotationsuntilthelateWestern
Zhoudynasty,andhierarchyconstituteditsconceptualcore.Ontheonehand,juelacked hierarchical
connotationsduringtheYin-Shangperiod;ontheotherhand,titleslikehou,zi,andboandotheraristocratic
designationsintheoracle-boneinscriptionsbelongedtodifferentsystems,andcouldnotformaninstitutionalized
orfixedhierarchicalorderinternally.Basedonthis,itseemsreasonabletoarguethatthejuesystemhadnotyet
beenformedintheYin-Shangperiod,nordidgenuinejuetitlesexist.Whenusingimportantconceptspertaining
totheShangandZhoudynasties,oneshouldreturntothecontextinwhichthetextswereproduced,conformto
contemporaryideas,andrestoretheiroriginalmeaning.

TheInstituteofHistoryandPhilologyandtheCollationofMing-QingArchives,1928-1949 OuyangZhesheng
Archivesarethemostimportantdocumentarymaterialsinhistoricalresearch.TheInstituteofHistoryand

Philology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thecollection,collation,andresearchof Ming-Qingarchives.In
September1928,uponlearningthatLiSheng-tointendedtosellhiscollectionofimperialarchives,FuSsu-nien,
Ch'enYin-k'oimmediatelyadvocatedfortheirpurchase.AftertheInstitutemovedtoPeipinginthespringof
1929,itarrangedthetransportation,storage,andcollationofthesearchives,andpublished Historical
MaterialsoftheMingandQingDynasties,towhichXuZhongshumadesignificantcontributions.Afterthe
outbreakof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thecollationworkstalledduetotheInstitute's
repeatedrelocation.In1933,theInstitutefurtherinitiatedthecollationoftheVeritableRecordsoftheMing
Dynasty,completingthemainbodyby1948.ThecollationofMing-QingarchivesbytheInstitute'smembers,
togetherwiththeirHistoricalMaterialsoftheMingandQingDynastiesandcollationoftheVeritableRecords
oftheMingDynasty,setamodelforMing-QinghistoricalscholarshipandlaidacrucialfoundationforMing-
Qinghistoryresearch.DrawingontheInstitute'sarchives,annualworkreports,andrecentlypublishedletters
ofFuSsu-nien,Ch'enYin-k'o,XuZhongshu,andothers,thispaperoffersaconclusivesummaryoftheMing-
QingarchivecollationworkconductedbytheInstitute'smembers.

“SinicizationofAcademia”:ResearchonChinesePhilosophicalHistoryandPhilosophicalTheoreticalInnovation
——— AnInvestigationCenteredonHouWailuandZhangDainian ChenWeiping
Intheearlyfull-scale 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 Aggression,MaoZedongputforwar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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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cizationofMarxism.”Marxist-LeninistintellectualsinYan'anandChongqingrespondedwith“Sinicization
ofAcademia,”apropositionadvancingMarxistSinicizationacrossacademia;thislensilluminatesHouWailu's
researchonChinesephilosophicalhistoryandZhangDainian'sphilosophicalinnovations.Houformulateda
SinicizedMarxistframeworkforChinesephilosophy,uncovereditsfinetraditions,elaboratedtherationalefor
fusingMarxistandtraditionalChinesephilosophy,andstrengtheneditstheoreticalbasisbycomparingPre-Qin
andlateMing-earlyQingphilosophicalheritagewithancientGreekandpost-RenaissanceEuropeanthought.
ZhangDainian'sFiveTreatisesonHeavenandHumanityrepresentsacademicallySinicizedMarxistphilosophy,
withafour-prongedintellectualpath:groundedintheculturaloutlookof“CulturalCreationism,”adoptinga
creativestanceonMarxism,centeringChinesephilosophicalsubjectivityforSino-Westernsyntheticinnovation,
andintegratingphilosophyanditshistorytocreateunifiedancient-modernphilosophicalsystems.

ConfucianismOrientedTowardsSi(Reflection):
TheThreeDimensionsofSiintheWuxingBambooSlips GouDongfeng
Sincethemodernera,numerousphilosophicaltermsrootedinsihaveemergedinChinesephilosophical

discourse.Focusingonthethreedimensionsofsi(refection)inZisi'sWuxingBambooSlipsallowsustoreturn
totraditionalChineseunderstandingsofsiandrethinkitsrelationtoChinesephilosophy.Thistextoffersa
comprehensiveinvestigation.First,siispositionedasameta-conceptandelevated,inareflexivesense,to
thinkingaboutthinkingitself.Second,siisconceivedasatripartitesystem ofren (benevolence),zhi
(wisdom),andsheng (sagacity).ThisframeworkanticipatesMencius's“FourBeginnings,”whileitstheories
ofmind-heartstructureand memoryinsagely wisdom reshapecontemporaryunderstandingsofConfucian
doctrines.Third,theoverallconception—manifestinginwardlyandexpressingoutwardly—showsHuang-Lao
influence,yetsubstantivelyinheritsthespiritofConfucius.Thus,atleastwithintheZisi-Menciuslineageand
Neo-Confucianism,Confucianismisfundamentallyorientedtowardssi.Throughthistranshistoricalterm,the
depthsofConfucianismrevealadistinctlyChinese“philosophy.”

TheTi-YongParadigm:
AnIntroductiontotheWayofContinuityandChangeinChineseCivilization KangXiaoguang
Theti-yongparadigmisadistinctivemodeofthinkinginChinesecivilization,withitsearliesttracesinthe

ThirteenClassics.ThehistoryofclassicalstudiesthreadsthroughChinesecivilization,whichcanbeviewedasa
historyofliteraryandtemporalforms.TheSongConfuciansdevelopedamatureclassicalparadigm,yetit
cannotfullyaddressmodernissues,necessitatingamodernparadigmfortheglobalage.Theclassicalparadigm
holdsthatsubstanceissingularandallfunctionsderivefromit.Inaglobalizedageofpluralcivilizations,
however,thisunitybecomesuntenable.ZhangZhidong's“Chinesesubstance,Westernfunction”failstoresolve
howthetwocanbeintegrated.The modernparadigm distinguishesthreelevelsofsubstanceandthree
correspondinglevelsoffunction.Itpositsthatmeta-substanceanditsfunctionshareonesource,literaryform
andvalue-relevantfunctionareone,andliteraryformandvalue-neutralfunctionareseparate.Civilizational
evolutionisthusaprocessofreturningtotheroottorestoretheunityofsubstanceandfunction.This
frameworkoffersagenerallensforunderstandinghumancivilizations,illuminatingtheirstructures,dynamics,
andfuturedevelopment.

ClassificationofPeopleandPowerRelationsinthePerceptionofPrinces,Generals,andMinisters
intheEarlyHanDynasty:StartingfromtheEventofGenerals'“WhisperingGatherings” RanYanhong
DuringtheChu-HanWar,adistinctiongraduallyformedbetweentheprincessubordinatetoHanandthe

generalsandministersdirectlyunderHan.Owingtodifferencesinstatus,subordination,andactualexperience,
thegeneralsandministersdidnotregardtheprincesastheirownkindandevenactivelyparticipatedintheir
elimination.However,HanXin,theKingofChu,hadpreviouslybeenageneralofHan,andmanyofHan's
generalsandministershadbeenunderhiscommand.WhenLiuBang,conspiringwithhiscronies,capturedHan
Xinbydeception,andsubsequentlyappointedhistrustedintimatesandrelativesas marquisesand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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